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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信息消费作为重要的新兴消费领域,已成为引领产业升级、促进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本文以“国家信息消费试点”作为外生政策冲击,利用

2011—2019年中国275个地级市面板数据,构建交错双重差分模型,评估信息消

费试点对服务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信息消费试点能

够显著提升生产性服务业和现代服务业水平,推动服务业结构升级。机制分析

表明,信息消费试点主要通过提升资本效率和技术进步推动服务业结构升级,提
高信息消费需求这一机制的作用并不显著。异质性分析显示,信息消费试点对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房地产业以及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具有显著的促

进作用;信息消费试点对东部地区、信息基础设施完善城市的服务业结构升级促

进作用更强,同时其边际效应会随着服务业结构的提高逐渐减弱。鉴于此,应探

索实施有效的信息消费建设策略,发挥政府统筹引领作用,释放居民信息消费潜

力,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

关键词 信息消费;服务业结构升级;国家信息消费试点;交错双重差分法

0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推动现代服务业同先进

制造业、现代农业深度融合”。当前,中国经济已迈入以高质量发展为首要任务的全新阶

段,开启了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在此背景下,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推动其结构优化升

级,成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以及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求的重要路径。党的十八大

以来,随着服务业改革持续深入推进,我国服务业规模持续增大,结构不断优化,对于经济

增长和就业的拉动作用持续增强,但仍存在发展相对滞后、整体竞争力较弱等短板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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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背景下,探究如何提升生产性服务业和现代服务业水平,推动服务业结构升级具有重

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信息消费是指以信息产品或服务为消费对象的消费活动(赵付春,2014)。近年来,信

息消费的内涵和外延在不断拓展。依托新一代信息技术,信息消费演变成为促动消费链

与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融合跃变的新型消费形态。与传统消费模式相比,信息消费将

在推动服务业发展与转型方面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从需求侧来看,信息消费的消费行

为本身密切融合物质产品和精神需要,更容易与直播电商、共享出行等服务领域结合,从
而产生大量新业态、新模式来拉动信息消费需求。从供给侧来看,信息消费能够引领相关

信息基础设施的投资及建设,优化资本配置效率,吸引各类资源向信息产业聚集,促进服

务业结构升级。为了培育消费热点,工业和信息化部分别于2013年和2015年批复了2批

共104个信息消费试点市(县、区)。当前,信息消费示范城市建设已经成为促进数字技术

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促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重要载体。
有鉴于此,本文以“国家信息消费试点”为外生政策冲击,探讨信息消费①对服务业结构升

级有何种影响,信息消费影响服务业结构升级的机制是什么,信息消费试点对服务业结构

升级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
与本文密切相关的一支文献是关于服务业结构的研究,目前研究成果较为丰富。学

者们从制造业开放(戴翔和杨双至,2022)、人力资本结构(骆莙函,2021)、土地财政(白雪

洁和耿仁强,2022)、工业机器人(王文等,2020;魏嘉辉等,2022)、数字经济(戴魁早等,

2023)、知识产权保护(周游和谭光荣,2021)、老龄化(颜色等,2021)等不同视角出发,考察

各类经济社会因素与服务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随着公共政策评估方法的建立与完

善,近年来,还有一支文献聚焦评估各类经济社会政策对服务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应。例

如,袁航和夏杰长(2022)以“宽带中国”示范城市为切入点,探讨了数字基础设施的服务业

升级效应,研究发现“宽带中国”战略能够正向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和高端服务业的发展。
上述研究虽然对服务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因素开展了丰富的研究,但就研究视角而言,上述

文献主要从供给侧视角出发展开分析,鲜有文献同时考虑到供给侧与需求侧的双重影响。
与本文较为相关的另一支文献是关于信息消费的研究。既有文献从理论层面剖析了

信息消费对传统产业生产方式、流通体系、部门关系以及组织结构等方面的变革(丁志帆,

2020;La
 

Cava
 

et
 

al.,2022;郑英隆和李新家,2022),但上述文献仅局限于定性分析,也有

部分文献从实证层面检验了信息消费的经济效应。其中,与本文关系最为密切的是何凌

云和张元梦(2022)的研究,该文以信息消费试点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考察

了信息消费试点对产业结构的影响,但这一文献并未关注对服务业内部的影响。实际上,
服务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压舱石”,其内部结构具有自身的演变规律,推动服务业结构升级

对于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推动经济体系优化升级具有重要的意义。
鉴于此,本文以“国家信息消费试点”为切入点,采取2011—2019年中国275个地级市

面板数据,构建交错双重差分模型,评估信息消费试点对服务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及作用机

制,并检验信息消费试点影响不同细分服务行业以及不同区域服务业结构升级的异质性。

① 结合信息消费试点的实施背景,本文中信息消费是指以信息产品或服务为消费对象的消费活动。



第2期 薛飞 刘家旗 付雅梅:
 

信息消费对服务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 213  

本文的创新点体现在:(1)在研究视角方面,基于供给侧和需求侧双重视角,理论分析并实

证检验了信息消费对服务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不仅拓宽了服务业结构升级影响因素的相

关研究,也为信息消费的影响效应分析进行了有益补充。(2)在研究方法方面,以“国家信

息消费试点”为切入点,通过构建交错双重差分模型识别信息消费的服务业结构升级效

应,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测度误差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同时,针对交错双重差分法可能存

在的异质性处理效应,采用De
 

Chaisemartin
 

and
 

D􀆳Haultfœuille(2020)的做法进行了处

理。(3)在研究内容方面,从配置效率、技术效率以及技术进步三个方面出发,实证考察了

信息消费试点对服务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机制,并从行业与地区两个层面对其异质性效应

进行检验,丰富了信息消费与服务业结构的研究内容,在政策层面更具明确的启示意义。

1 政策背景与理论分析

1.1 政策背景

  2013年4月,国务院常务会议首次提出“要积极扩大国内有效需求,完善消费政策,开
发和培育信息消费等新的消费热点”。2013年8月,国务院发布《关于促进信息消费扩大

内需的若干意见》,提出了挖掘消费潜力、增强供给能力、激发市场活力、改善消费环境,建
立促进信息消费持续稳定增长的长效机制,并指出“在有条件的地区开展信息消费试点示

范市(县、区)建设”。为贯彻落实国务院的决策部署,2013年10月9日,工业和信息化部

印发《关于征选信息消费试点市(县、区)的通知》,启动国家信息消费试点示范城市建设。

2013年12月31日,《首批国家信息消费试点市(县、区)名单》出台,确定北京市等68个城

市为首批国家信息消费试点市(县、区)。2015年1月4日,第二批国家信息消费试点城市

名单公布,上海市等36个市(县、区)入选。其中,信息消费试点的重点任务包括完善升级

信息基础设施、增强信息消费相关产品供给能力以及拓展信息消费增长空间三个方面,分
别从基础设施、供给侧和需求侧出发扩大和升级信息消费。自国家信息消费试点政策实

施以来,各地政府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开展了多样化的探索和实践。2015年12月15日,工
业和信息化部在104个信息消费试点市(县、区)中遴选出25个城市作为国家信息消费示

范城市。2017年8月13日,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扩大和升级信息消费持续释放内需

潜力的指导意见》,提出“从提高信息消费供给水平、扩大信息消费覆盖面、优化信息消费

发展环境三个方面进一步扩大和升级信息消费、持续释放内需潜力”。2020年3月,国务

院印发《关于促进消费扩容提质
 

加快形成国内强大市场的实施意见》,提出鼓励线上线下

融合的新消费模式发展,促进信息消费的普及应用。2022年4月20日,国务院办公厅发

布的《关于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促进消费持续恢复的意见》强调要扩大升级信息消费。至

此,信息消费已经成为新型消费培育发展的重要方向,对于我国扩大内需、改善民生、畅通

国内大循环以及促进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1.2 理论分析

信息消费试点本身是国家针对信息化发展和消费升级的薄弱环节提出的一系列政策

措施。这一政策能够从需求侧和供给侧两个方面刺激生产性服务业与现代服务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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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于服务业结构升级。从信息消费的发展原理来看,信息消费源于信息技术革命,信息

技术创新促进了信息产品和信息要素成为经济运行的新产品和新生产要素,消费者的消

费需求和产业发展的要素条件由此产生变革。在这一过程中,一方面,信息消费能够从需

求侧促进服务业结构升级。以信息产品为内容的新型消费形态拓展了传统消费的增长空

间,通过线上线下的新消费模式,使得市场需求规模扩大。作为对于消费需求最为敏感的

服务领域,大量信息消费新产品、新应用、新业态的产生,使得新兴服务业规模扩大。另一

方面,信息消费能够从供给侧促进服务业结构升级。作为信息消费的重要支撑,信息技术

和信息要素不仅能够改变传统服务业的生产条件,促进研发、生产、管理、服务等环节的个

性化、数字化和智能化转型,推动服务业生产效率的提升;同时,也能够促进生产性服务业

与农业、制造业等行业的交叉融合,形成智慧农业、智慧健康等信息消费新业态,推动生产

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据此,本文提出假设1。
假设1:

 

信息消费试点能够有效推动城市服务业结构升级。
从作用机制来看,信息消费试点能够通过需求侧和供给侧两方面,分别通过刺激消费

需求、提高资本效率和促进技术进步推动服务业结构升级。
(1)

 

信息消费试点、消费需求与服务业结构升级。信息消费试点能够通过刺激消费需

求推动服务业结构升级。从需求侧来看,拓展信息消费增长空间、激发信息消费活力是信

息消费试点的重要任务,各试点城市依据当地居民信息需求,通过建设信息消费体验中

心、信息消费体验馆、社区体验屋,设立信息消费宣传周,开展信息消费知识普及和信息服

务体验等一系列活动,引导企业、居民广泛参与信息消费体验,不断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

信息消费需求。此外,部分试点城市还通过设立消费补贴的方式,激发群众信息消费活

力。同时,试点城市以智慧交通、智慧健康、智慧旅游、智慧家居、智能安防、居家养老、社
区服务等新兴信息服务为重点,培育一批新型信息消费示范项目。上述措施不仅拓宽了

信息消费群体,而且显著提升了信息服务领域的消费,进而直接推动信息消费相关产业服

务规模激增,实现服务业结构转型升级。据此,本文提出假设2。
假设2:

 

信息消费试点能够通过刺激消费需求推动城市服务业结构升级。
(2)

 

信息消费试点、资本效率与服务业结构升级。信息消费试点能够通过提升资本效

率推动服务业结构升级。从理论上来看,信息消费借助互联网平台,能够有效缓解供需之

间的信息不对称和地理限制,促进消费与供给的精准匹配,提升服务业企业的运营效率和

盈利能力。例如,涉农电子商务、直播电商等使得产品走出乡村、走出产地,智能化分析市

场与消费需求,消费者也能根据自我偏好实现个性搭配与产品定制,节约了企业运营成

本,提升了盈利能力,从而提升了资本效率。同时,在信息消费试点政策的引导下,各地政

府加大对于信息消费相关企业的招商引资力度,并通过税收减免、财政补贴等方式为相关

企业提供资金支持,整合政府公共服务云平台、搭建电子商务服务平台等方式降低新兴服

务业企业经营成本,缓解其融资约束。在此背景下,资本要素将流向具有更高效率的生产

性服务业和现代服务业,进而促进服务业结构升级。据此,本文提出假设3。
假设3:

 

信息消费试点能够通过促进资本效率推动城市服务业结构升级。
(3)

 

信息消费试点、技术进步与服务业结构升级。信息消费试点能够通过提升技术进

步推动服务业结构升级。一方面,信息消费试点可以促进试点城市的信息基础设施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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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为知识分享和传播提供更好的支持。信息消费试点有利于加快知识分享与传播。
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是信息消费试点的重要内容。各试点城市结合当地发展实际情况,提
出了加快4G网络覆盖和TD-LTE试点建设、加快网络宽带化升级、推进三网融合等支持

政策提升完善试点区域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信息基础设施的完善能够拓宽信息获取渠

道、加快知识传输速度,促进跨地区科研人员的交流与合作,从而提升技术创新。另一方

面,信息消费有效促进了当地服务业企业的研发与创新。信息消费是我国迈向高质量发

展过程中的新型消费,信息消费试点提出“增强信息产品供给能力”,这就要求试点城市企

业提高信息产品的研发创新。信息消费作为中高端消费,通过产业前向关联效应,倒逼服

务业企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更高的高端服务业转型,由此激发出更加高效的创新生态,促
进了生产性服务业和现代服务业的技术进步。据此,本文提出假设4。

假设4:
 

信息消费试点能够通过促进技术进步推动城市服务业结构升级。

2 研究设计

2.1 模型设定

  国家信息消费试点城市建设不仅会导致国家信息消费试点城市政策实施前后出现差

异,也会使得试点城市与非试点城市之间出现差异。为控制上述两类差异的影响,更准确

识别出信息消费试点城市建设对服务业结构升级的净效应,本文通过构建交错双重差分

模型(Staggered
 

DID)对政策效应开展评估。借鉴Bertrand
 

et
 

al.(2004)的做法,本文设定

如下基准计量模型:

usisit=α0+βiccit+γXit+μi+ϑt+εit (1)
其中,usisit 表示i城市t年的服务业结构升级水平,本文采用生产性服务业占比来衡量;

iccit 是信息消费试点城市虚拟变量,当某个城市获批成为国家信息消费试点城市,则当年

及之后年份赋值为1,否则为0;β是本文重点关注的估计系数,若β显著大于0,则表示信

息消费试点城市建设显著促进了服务业结构升级;Xit 是一系列城市层面的控制变量;μi

和ϑt 分别是城市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εit 为随机误差项。

2.2 变量设定与数据说明

2.2.1 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服务业结构升级。服务业结构升级是指生产要素在不同服务行

业之间的重新配置,形成以知识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等现代服务业或生产性服务业为主导

的服务业结构(江小涓和李辉,2004)。借鉴学术界的普遍做法,本文采用生产性服务业占

比(ss)与现代服务业占比(ms)衡量服务业结构升级。考虑到数据可得性,分别以生产性

服务业就业人数占服务业总人数、现代服务业就业人数占服务业总人数作为代理变量。
参考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生产性服务业分类(2015)》的界定,生产性服务业包括“交通运

输、仓储及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金融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

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现代服务业则包括“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信息传

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

和地质勘查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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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核心解释变量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是信息消费试点城市虚拟变量(icc)。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

的国家信息消费试点城市名单对城市进行赋值。若某一城市在当年获批为国家信息消费

试点城市,则将信息消费试点城市虚拟变量当年以及之后的年份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
由于首批试点是2013年12月实施的,考虑到政策的滞后性,本文将2014年定义为首批信

息消费试点的实施年份。需要指出的是,由于部分试点城市中仅有部分县级市、区被纳入

试点范围。若将这些部分试点的城市设置为1,可能导致估计结果出现高估。因此,本文

剔除了仅有部分区域列入试点的城市。

2.2.3 前定变量选取

为处理信息消费试点城市选择所产生的内生性问题,本文还纳入了一系列城市特征

变量。工业和信息化部在《关于征选信息消费试点市(县、区)的通知》中明确提出根据申

报城市的经济基础、信息基础设施、信息消费规模、信息服务创新和产品制造能力、信息消

费市场环境等十项条件确定试点城市。据此,本文提取了可能影响信息消费试点城市选

择的 先 前 决 定 变 量 (以 下 简 称 “前 定 变 量”):经 济 发 展 水 平 (lnpgdp)、财 政 支 出

(lnexpenditure)、消费规模(lnconsumption)、信息基础设施(lninternet)、信息服务业创新

能力(innovation)以及信息产业水平(lntelecom)。其中,经济发展水平采用人均GDP的

对数值衡量,财政支出采用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额的对数值衡量;消费规模采用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的对数值衡量;互联网基础设施采用每万人互联网用户数的对数值衡量;信息服

务业创新能力采用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创新指数衡量;信息产业发展采用电

信业务总量的对数值衡量。

2.2.4 数据说明

本文所选择的样本是中国275个城市,研究窗口区间是2011—2019年。国家信息消

费试点的城市虚拟变量来自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各批次试点城市名单,信息传输软件

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创新指数来自寇宗来和刘学悦(2017)的研究成果,其他变量的原始数

据均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统计年鉴》。为消除价格因素的影响,本文以

2011年为基期的价格指数对相关变量进行了平减。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1。

表1 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符号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生产性服务业占比 ss 2470 22.936
 

7.664
 

7.349
 

57.442
 

现代服务业占比 ms 2467 27.880
 

9.061
 

10.761
 

65.672
 

信息消费试点
 

icc 2475 0.177
 

0.382
 

0.000
 

1.000
 

经济发展水平 lnpgdp 2474 10.592
 

0.689
 

8.690
 

13.082
 

财政支出 lnexpenditure 2474 5.557
 

0.732
 

2.820
 

8.865
 

消费规模 lnconsumption 2464 9.603
 

0.752
 

-1.054
 

11.837
 

信息基础设施 lninternet 2411 5.156
 

0.683
 

3.184
 

7.549
 

信息服务业创新能力 innovation 2448 0.049
 

0.399
 

0.000
 

8.345
 

信息产业水平 lntelecom 2335 2.908
 

1.077
 

-0.555
 

7.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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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实证结果与分析

3.1 初步分析

  在进行实证分析前,本文首先绘制出处理组与控制组之间的对比图,来初步分析政策

实施前后服务业结构升级的变化情况。图1展示了对信息消费试点城市和非试点城市服

务业结构升级的年平均值的变化趋势。从图中可以看出:第一,信息消费试点城市和非试

点城市的生产性服务业占比与现代服务业占比在2014年之前基本保持相同的变动趋势,
这也能证明本文构建的双重差分模型满足平行趋势假定。第二,信息消费试点城市的生

产性服务业占比与现代服务业占比在2014年及之后呈现明显的增长趋势,而非试点城市

的增长趋势则相对平缓。这直观地表明,信息消费试点对服务业结构升级具有推动作用。
由于生产性服务业与现代服务业占比不仅受到信息消费试点政策的影响,同时其他因素

也会对其产生影响。因此,图1的结果尚不能证明信息消费试点的服务业结构升级效应,
下文将通过计量实证进行更为严谨的分析。

图1 试点城市与非试点城市服务业结构升级的变化趋势
 

3.2 基准回归结果

为评估信息消费试点对城市服务业结构升级的政策效果,本文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

型对公式(1)进行回归。表2汇报了信息消费试点对服务业结构升级的基准回归结果。
其中,第(1)和(3)列是仅加入城市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的实证结果,第(2)和(4)列是

进一步纳入控制变量的实证结果。可以发现,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信息消费试点虚拟

变量的估计系数至少在10%水平上显著为正,这一结论初步表明信息消费试点能够促进

生产性服务业与现代服务业发展,以此带动服务业结构升级,从而基本验证假设1。对第

(2)和(4)列的估计值进行解释分析,发现信息消费试点对于生产性服务业占比和现代服

务业的估计作用分别为0.656和1.050,即与控制组相比,信息消费试点使得试点城市生

产性服务业占比提高0.656个百分点,使得现代服务业占比提高1.05个百分点。由于控

制组城市的生产性服务业占比和现代服务业占比的均值分别为21.186(%)和25.609(%),
这一估计系数表明信息消费试点提升城市生产性服务业占比约为3.1%,提升城市现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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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业占比约为4.1%。上述结果说明,信息消费城市试点政策的实施与推进,能够有效促

进当地的服务业结构升级。可能原因在于,作为新型消费的重要内容,信息消费带来的新

产业、新业态等创新要素能够与传统服务业紧密融合,促使产业加速转型和升级。从城市

层面的经验来看,政府对于新产业、新业态的引导和支撑能力在地方产业转型升级中发挥

了巨大作用。从需求侧来看,信息消费的促进措施,实现了消费规模和消费结构的全面升

级,能够借助数字化的消费内容提高服务供给对需求升级的适配性,使专业化生产性服务

业、高品质生活性服务业实现较快增长,其占整个高端服务业的比重不断提高。从供给侧

来看,借助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与良好的消费环境建设,城市服务业结构不断优化,发展优

化潜力逐步释放。因此,促进信息消费能够成为推动城市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有效

路径。

表2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生产性服务业占比 生产性服务业占比 现代服务业占比 现代服务业占比

(1) (2) (3) (4)

icc
0.832** 0.656* 1.185*** 1.050**

(0.372) (0.374) (0.409) (0.405)

lnrpgdp
1.954*** 3.415***

(0.650) (0.754)

lnexpenditure
-1.484** -1.606**

(0.727) (0.740)

lnconsumption
-0.608 -0.344

(0.403) (0.474)

lninternet
0.072 0.108

(0.221) (0.237)

innovation
0.481** 0.452

(0.230) (0.328)

lntelecom
-0.003 0.015

(0.116) (0.125)

常数项
22.789*** 12.972* 27.671*** 1.304

(0.066) (7.052) (0.072) (7.623)

城市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观测值 2470 2251 2467 2249

R2 0.903 0.905 0.921 0.924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是聚类稳健标准误,聚类到城市层面。

3.3 平行趋势与动态效应检验

上文中通过画图的方式基本验证了本文的试点城市与非试点城市之间具有相同变动

趋势。为了进一步验证这一假设,借鉴Clarke
 

and
 

Tapia-Schythe(2021)的做法,构建如下

计量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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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isit=α0+∑
k≤5

k≥-4
βkicckit+γXit+μi+ϑt+εit (2)

上式中,icckit 是一系列虚拟变量,表示信息消费试点开始实施前后的第k 年。借鉴Liu
 

and
 

Mao(2019)的做法,采用政策实施前一年作为基期,即公式(2)中不包括k=-1的虚

拟变量。本文的窗口区间为2011年到2019年,因此覆盖了信息消费试点实施前的3年,
与开始实施后的5年。βk 是本文重点关注的参数,若βk 在k<0期间趋势较为平缓,且不

显著为零,则验证本文符合平行趋势假设;此外,当k≥0时,βk 能够用来刻画信息消费试

点影响服务业结构升级的动态效应。
图2绘制了平行趋势检验和动态效应检验的结果。其中,图中圆圈是参数βk 的估计值,

圆圈上下两侧虚线代表上下95%的置信区间。由图2可知,在k<0期间的βk 相对平缓,且
均未通过10%显著性检验。上述结果仅汇报了βk 的个体显著性。此外,本文还计算了政策

实施前βk 的联合显著性检验。联合显著性检验的P 值分别为0.597和0.495,进一步表明

本文样本不存在事前趋势。从动态效应来看,β0 虽然为正,但并未通过10%显著性检验,
说明信息消费试点对服务业结构升级的作用在政策实施当年并不明显。β1、β2、β3 和β4 均

在5%水平上显著为正,且估计值逐年增大,说明自政策实施后的第一年起,信息消费试点对

服务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开始显著,且政策效果是逐年增大的。β5 的估计值并不显著,且
估计值与β4 相比出现下降,说明信息消费试点对服务业结构升级的带动效应在第五年逐渐

消失。上述结果表明,信息消费试点的政策效果具有一定的“时滞性”,原因可能在于前期政

策的落点实施主要集中于政务平台、宽带网络、场馆建设等“硬件”建设,而这类基础设施建设

耗时长、投入高、联动性效果发挥慢,影响了政策效果的发挥。从政策实施后的第一年开始,
政策各方面综合施力使得服务业结构升级效应释放增速明显。而政策实施后的第五年政策

效应下降甚至消失,这可能是因为随着政策的推广,越来越多城市开始重视信息消费在促

进产业转型中的作用,随着城市间竞争的增加,政策本身的作用逐渐消失。

图2 服务业结构水平在政策实施前后的差异
 

3.4 安慰剂检验

3.4.1 安慰剂检验一:提前政策执行时间

  正如前文所述,采用双重差分法的前提条件是政策实施前处理组与控制组之间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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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显著差异。为了确保本文结论的准确性,本文将试点城市实施信息消费试点的年份统

一提前三年,表3汇报了时间安慰剂检验的结果。可以发现,无论是以生产性服务业占比还

是现代服务业占比为被解释变量,信息消费试点的估计系数在10%水平上并不显著,这从侧

面表明试点城市服务业结构升级来自于信息消费试点的实施,而并非其他因素所导致的。

表3 时间安慰剂检验

变量
生产性服务业占比 现代服务业占比

(1) (2)

icc_3
0.238 0.635

(0.615) (0.673)

前定变量 YES YES

城市固定效应 YES YES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观测值 2251 2249

R2 0.905 0.923

  注:括号内是聚类稳健标准误,聚类到城市层面。

3.4.2 安慰剂检验二:
 

随机抽取处理组

导致估计结果偏误的另外一个可能原因是遗漏城市—年份层面的变量。借鉴Chetty
 

et
 

al.(2009)的做法,采用随机抽取生产信息消费试点城市的方式进行安慰剂检验。在本

文275个样本城市中,有77个为信息消费试点城市。据此,本文从275个城市中随机抽取

77个城市,将其设定为“伪”信息消费试点城市,并将剩余城市设定为非试点城市,从而构

造出一个“伪”信息消费试点虚拟变量iccfalseit 。由于“伪”信息消费试点是随机生成的,因此

不会对服务业产业结构升级产生显著影响,即βfalse=0。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显著的遗漏变

量偏差,“伪”信息消费试点的回归系数不会显著偏离零点。本文将上述过程重复1000
次,从而相应生成1000个βfalse。图3显示了βfalse 的安慰剂检验结果,其中竖虚线是基准

结果的估计系数。可以发现,基准结果明显异于安慰剂检验的结果,且βfalse 分布在零附近

且近似服从正态分布,这进一步说明没有因为遗漏变量导致严重的估计偏误。

图3 安慰剂检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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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稳健性检验

为了进一步验证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本文以公式(1)的双重差分模型为基准进行了一

系列稳健性检验。

3.5.1 样本数据筛选

为避免极端值对基准回归的影响,本文根据生产性服务业占比对样本进行上下1%缩

尾处理后,重新对式(1)进行回归,估计结果见表4第(1)和(2)列。回归结果显示,在剔除

极端值影响后,信息消费试点icc的估计系数在10%水平上显著为正,这验证了本文基准

结果的稳健性。

表4 稳健性检验

变量
生产性服务业占比 现代服务业占比 高端服务业占比 生产性服务业占比 现代服务业占比

(1) (2) (3) (4) (5)

icc
0.695* 1.088*** 0.891*** 0.662* 1.063***

(0.373) (0.404) (0.309) (0.370) (0.402)

前定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其他政策 NO NO NO YES YES

城市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观测值 2251 2249 2251 2251 2249

R2 0.905 0.922 0.888 0.905 0.924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是聚类稳健标准误,聚类到城市层面。

3.5.2 替换被解释变量

本文还以高端服务业就业人数占服务业就业总人数的比重作为服务业结构升级的代

理变量。其中,高端服务业发展包括“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金融业”
 

“租赁和服

务业”以及“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表4第(3)列汇报了替换被解释变量后

的估计结果。不难发现,信息消费试点icc的估计系数为0.891,且均通过1%的显著性检

验,这一结果无疑强化了信息消费试点促进服务业结构升级这一结论。

3.5.3 排除其他政策的干扰

除信息消费试点城市外,在本文样本期间内的其他政策也将对服务业结构升级产生

影响。为此,本文在基准方程的基础上,进一步控制了智慧城市试点与现代服务业综合试

点政策的虚拟变量,从而控制其他政策对服务业结构升级潜在的影响。回归结果在表4
第(4)和(5)列中报告,可以发现,在排除其他政策的影响后,信息消费试点icc的估计系数

依旧显著为正,这表明城市层面的其他政策并未对本文的估计结果造成偏误。

4 进一步分析

4.1 异质性处理效应检验

  De
 

Chaisemartin
 

and
 

D􀆳Haultfœuille(2020)研究指出采用双向固定效应双重差分模



222  经
 

济
 

学
 

报 第12卷

型有效性是基于同质性处理假设。而在处理组个体接受处理的时间不一致情况下,双向

固定效应估计量(TWFE估计量)是不同处理组在不同时期平均处理效应的加权平均值,

并且这些权重可能是负的(Goodman-Bacon,2021)。这意味着在异质性处理效应的情况

下,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可能造成估计偏误,双向固定效应估计量将不再可信。

为检验双向固定效应在异质性处理效应下是否稳健,本文首先利用twowayfeweights
命令进行检验,结果显示本文样本仅存在4个负权重,且异质性处理稳健性指标为1.01,

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即使考虑异质性处理效应,本文的基准结果依旧可信。进一步地,采
用did_multiplegt对2011—2019年每一期的动态处理效应进行估计,具体结果如图4所

示。可以发现,在信息消费试点政策实施前,政策的处理效应几乎不存在。自试点政策实

施的第三年起,无论是生产性服务业占比还是现代服务业占比均得到显著提升,在政策实

施的第六年政策效果虽然有所下降但仍保持在较高水平。上述结果再次证实了本文结论

的稳健性。

图4 动态效应的事件研究图
 

4.2 异质性分析

4.2.1 分行业异质性检验

  为了考察信息消费试点对不同服务行业的影响,本文测算了生产性服务业与现代服

务业所包含的七个行业就业人员占服务业就业总人员比重,以衡量不同行业发展水平,同

时纳入式(1)中进行回归。表5汇报了信息消费试点对不同服务业行业发展水平的影响。

可以发现,信息消费试点对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房地产业以及租赁和商务服

务业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对其他行业的影响并不显著。其中,信息消费试点对信息传

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的效应最强,可能的原因在于信息消费与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

和软件业的关联度最为密切,同时,信息消费试点所带来的当地信息设施的完善,也有利

于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发展;此外,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占比和房地产业也受

到显著的促进作用,可能原因在于信息消费需求的扩大也能够拉动广告业、商务服务行

业的发展。同时,信息消费为房地产业带来一些新的服务模式,进一步激发房地产市场

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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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行业异质性检验

变量

交通运输、
仓储及

邮政业占比

信息传输、
计算机服务和

软件业占比

金融业

占比

房地产

业占比

租赁和商务

服务业占比

科学研究、技术

服务和地质

勘查业占比

文化娱乐和

体育业占比

(1) (2) (3) (4) (5) (6) (7)

icc
-0.238 0.593*** -0.141 0.405*** 0.420** 0.014 -0.021

(0.269) (0.155) (0.216) (0.142) (0.195) (0.107) (0.046)

前定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城市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观测值 2252 2252 2252 2251 2252 2251 2251

R2 0.761 0.763 0.752 0.846 0.771 0.910 0.755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是聚类稳健标准误,聚类到城市层面。

4.2.2 区域异质性检验

考虑到不同地区的地理区位、资源禀赋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本文进一步考察了信息

消费试点对于不同地区服务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具体而言,本文在公式(1)的基础上加入

是否属于中西部地区的虚拟变量(MW)与信息消费试点的交互项,以考察信息消费试点对

服务业结构升级是否存在区域异质性影响。区域异质性检验的结果如表6第(1)和(2)列
所示。可以发现,icc的估计系数在1%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信息消费试点对东部地区服

务业结构升级确实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以生产性服务业占比为被解释变量时,icc×
MW的估计系数在10%水平下显著为负,且绝对值均小于icc的估计系数,说明信息消费

试点对中西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占比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但促进效应小于东部地区;而以

现代服务业占比为被解释变量时,icc×MW的估计系数虽为负但并不显著,说明信息消费

试点并未对中西部地区现代服务业占比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产生上述结论的原因可能

是,东部地区的经济基础相对较好,且信息消费的规模和潜力更大,因此试点政策的实施

能够激发出消费者潜在需求,有效推动现代服务业发展;与之相比,中西部地区的居民收

入水平相对较低,从而制约了试点政策的服务业结构升级效应的发挥。

4.2.3 信息基础设施异质性

本文进一步对信息消费政策影响产业结构优化的信息基础设施异质性进行分析。本

文在基准模型的基础上纳入信息基础设施与信息消费试点的交互项,以考察信息消费试

点对服务业结构升级影响在不同信息基础设施城市是否存在异质性效应。信息基础设施

异质性检验的结果如表6第(3)和(4)列所示。可以发现,icc×lninternet的估计系数在

1%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信息基础设施越完善的城市,信息消费试点政策对服务业结构

升级的促进作用越强。其原因在于,信息基础设施越完善的城市,其企业和机构更容易进

行数字化转型,城市内外信息的传递和交流也更为便利,能够更好地支持服务业的发展,
促进服务业结构的升级。

4.2.4 服务业结构升级异质性检验

借鉴薛飞和周民良(2022)的做法,本文采用分位数双重差分法对信息消费影响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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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升级的异质性进行分析。估计结果如图5所示。可以发现,在以生产性服务业占比

和现代服务业占比为被解释变量时,icc的估计系数分别在1~81分位点和1~91分位点

上显著为正,且随着分位点的增加,信息消费城市对服务业结构升级的影响逐渐减弱。上

述结果说明信息消费试点对生产性服务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水平较低的组具有显著促进

作用,而随着服务业结构的不断升级,信息消费试点对服务业结构升级的边际效应逐渐

减弱。

表6 区域异质性检验

变量
生产性服务业占比 现代服务业占比 生产性服务业占比 现代服务业占比

(1) (2) (3) (4)

icc
1.406*** 1.566*** -7.205*** -8.202***

(0.458) (0.559) (2.056) (2.265)

icc×MW
-1.262* -0.870

(0.651) (0.726)

icc×lninternet
1.397*** 1.645***

(0.375) (0.422)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城市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观测值 2251 2249 2251 2249

R2 0.906 0.924 0.906 0.925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是聚类稳健标准误,聚类到城市层面。

图5 分位数双重差分法的估计结果

  注:分位数双重差分法的结果是以1分位点为间隔,共计包括99个分位点。
 

4.3 机制检验

上文研究表明,信息消费试点显著推动了试点城市服务业结构升级,且试点政策的效

应存在不同维度的异质性。进一步地,本文所感兴趣的是信息消费试点影响服务业结构

升级的传导机制是什么? 也就是说,信息消费试点通过影响哪些关键变量来推动服务业

结构升级。结合上文理论分析,本文从资本效率、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三个方面综合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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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消费试点对服务业结构升级产生的影响机制。参考宋弘等(2019)的做法,构建如下

模型:

Mit=α0+βiccit+γXit+μi+ϑt+εit (3)
上式中,Mit 是机制变量,其他变量的含义与公式(1)相同。本文从需求侧与供给侧两个方

面进行机制分析。从需求侧来看,培育信息消费需求是信息消费试点的重要内容,而智能

手机等智能终端是信息消费的重要内容,因而本文采用每万人移动电话年末用户数衡量

各地区信息消费需求;从供给侧来看,增强信息产品供给能力是信息消费试点的重要目

标,因此信息消费试点还可能通过影响资本效率和技术进步对服务业结构升级产生影响。
关于资本效率指标的选择,借鉴戴魁早等(2023)的做法,采用第三产业固定投资增量与第

三产业增加值的比值衡量。关于技术进步指标的选取,本文采用每万人发明专利申请量

来衡量。
表7汇报了信息消费试点对服务业结构升级影响机制的检验结果。其中,由第(1)列

可知,信息消费试点对信息消费需求的影响为正,但并未通过10%显著性检验,这说明信

息消费试点未能拉动试点城市信息消费需求。由第(2)列可知,信息消费试点对于技术效

率的影响在10%水平上显著为负,这说明信息消费试点有利于提升技术效率。由第(3)列
可知,信息消费试点的估计系数为4.189,且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这说明信息消费试点

能够促进技术进步,这与何凌云和张元梦(2022)的研究结论相一致。综上所述,信息消费

试点在供给侧通过提升资本效率和技术进步推动服务业结构升级,但并未找到信息消费

试点刺激信息消费需求的证据,这验证了本文所提出的假设3和假设4。

表7 影响机制检验

变量
信息消费需求 资本效率 技术进步

(1) (2) (3)

icc
0.045 -0.062* 4.189***

(0.027) (0.032) (1.068)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城市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观测值 2251 2040 2253

R2 0.971 0.508 0.876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是聚类稳健标准误,聚类到城市层面。

5 结论与政策建议

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阶段,面对“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

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有效培育以数字化要素和人民美好生活需求为导向的信息消

费新业态,对于我国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塑造服务业竞争优势,加快推进产业

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在此背景下,本文以“国家信息消费试点”作为

外生政策冲击,利用2011—2019年中国275个地级市面板数据,构建交错双重差分模型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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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信息消费试点对服务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发现:第一,信息消费试

点能够显著提升生产性服务业和现代服务业水平,推动服务业结构升级。具体来说,信息

消费试点使得生产性服务业占比和现代服务业占比分别提高0.656和1.050个百分点。

上述结论在经过安慰剂检验、异质性处理效应检验以及其他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第

二,机制分析表明,信息消费试点能够通过促进资本效率与技术进步提升推动服务业结构

升级,但拉动信息消费需求这一机制并不显著。第三,异质性分析表明,信息消费试点对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房地产业以及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具有显著促进效应;信

息消费试点主要促进了东部地区、信息基础设施越完善的城市的服务业结构升级;此外,

信息消费试点对服务业结构升级的边际效应会随着生产性服务业占比或现代服务业占比

的增加逐渐减弱。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充分发挥信息消费建设在城市服务业结构升级中的关键作用,有序推进信息消

费试点示范项目。前文研究表明,信息消费试点的有效开展切实推动了试点城市服务业

转型升级。因此,政府应有序扩大信息消费试点示范范围,以试点示范促进信息消费增

长。此外,相关部门还应建立健全信息消费试点城市评价体系,对试点城市的成效进行科

学评估;同时还应建立奖惩机制,激励城市参与到信息消费城市建设中,推动信息消费试

点示范的良性推广。

第二,因地制宜、因产制宜开展信息消费模式创建工作。异质性分析结果发现,信息

消费试点主要对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房地产业以及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具有显著

促进效应,且其服务业结构升级效应在东部地区、信息基础设施越完善以及生产性服务业

占比相对较小的城市更强。因此,地方政府有必要进行统筹规划,根据本地区信息消费的

发展阶段和资源优势,制定具有针对性的差异化政策。东部地区应将资源集中在信息消

费的技术创新和相关服务行业的产品智能化等方面。中西部地区应抓住后发优势,积极

承接东部地区的优秀资源及经验,在发展重点上以加强本地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为重心。

第三,注重需求侧管理,打通制约信息消费潜力释放的堵点。机制分析结果发现,信

息消费试点的主要效果来自资本效率提升和技术进步,而拉动信息消费需求的作用比较

有限。因此,在未来示范项目开展过程中,政府应该注重需求侧管理。首先,充分发挥政

府财政资金的杠杆撬动作用,采取以奖代补、发放消费券和优惠券等多种形式,不断激

发居民信息消费需求;其次,通过建立信息消费体验中心,实现线上线下消费互动,加强

居民对信息产品的体验和认知;最后,定期举办信息消费节,邀请电信运营商和企业展

示最新的信息产品和服务,并鼓励企业提供一系列的优惠、折扣和促销活动从而刺激信

息消费。

由于数据可得性和研究方法的限制,本文仍存在一些不足:第一,由于缺乏城市层面

中类行业的数据,无法更加准确地测算各城市服务业结构升级水平。第二,针对信息消费

与服务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机制,本文仅从宏观城市层面展开讨论,对于微观企业层面潜在

的机制并未进行有针对性分析。第三,囿于研究方法的限制,难以考察信息消费试点政策

对每个试点城市服务业结构升级的效应。未来在数据可得的情况下,可以从微观视角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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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消费试点对服务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机制展开更加深入的研究,同时可以采用合成控

制法、回归合成法对不同城市的服务业结构升级作用展开详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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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emerging
 

consumer
 

sector,
 

information
 

consumption
 

has
 

become
 

a
 

key
 

driver
 

of
 

industrial
 

upgrading
 

and
 

a
 

catalyst
 

for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Using
 

the
 

“national
 

information
 

consumption
 

pilot”
 

as
 

an
 

exogenous
 

policy
 

shock,
 

this
 

paper
 

evaluates
 

the
 

impact
 

of
 

information
 

consumption
 

pilots
 

on
 

the
 

structural
 

upgrading
 

of
 

the
 

service
 

industry
 

and
 

explores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s.
 

The
 

analysis
 

is
 

based
 

on
 

panel
 

data
 

from
 

275
 

prefecture-level
 

cities
 

in
 

China
 

from
 

2011
 

to
 

2019,
 

employing
 

a
 

staggered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DID)
 

model.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information
 

consumption
 

pilots
 

significantly
 

enhance
 

the
 

development
 

of
 

productive
 

and
 

modern
 

service
 

industries,
 

thereby
 

promoting
 

the
 

structural
 

upgrading
 

of
 

the
 

service
 

sector.
 

Mechanism
 

analysis
 

reveals
 

that
 

the
 

information
 

consumption
 

pilots
 

primarily
 

foster
 

this
 

structural
 

upgrading
 

through
 

improvements
 

in
 

capital
 

efficiency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while
 

the
 

mechanism
 

through
 

which
 

information
 

consumption
 

demand
 

is
 

increased
 

appears
 

to
 

be
 

less
 

significant.
 

Heterogeneity
 

analysis
 

further
 

shows
 

that
 

the
 

pilots
 

have
 

a
 

pronounced
 

positive
 

effect
 

on
 

sectors
 

such
 

as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computer
 

services
 

and
 

software,
 

real
 

estate,
 

and
 

leasing
 

and
 

business
 

services.
 

Additionally,
 

the
 

pilots
 

have
 

a
 

stronger
 

impact
 

in
 

the
 

eastern
 

regions
 

of
 

China,
 

where
 

more
 

developed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amplifies
 

the
 

effect.
 

However,
 

the
 

marginal
 

effect
 

diminishes
 

as
 

the
 

service
 

industry
 

structure
 

improves
 

over
 

time.
 

In
 

light
 

of
 

these
 

findings,
 

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effective
 

strategies
 

for
 

developing
 

information
 

consumption
 

should
 

be
 

explored
 

and
 

implemented.
 

The
 

government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coordinating
 

and
 

unlocking
 

the
 

potential
 

of
 

residential
 

information
 

consumption,
 

ultimately
 

contributing
 

to
 

the
 

creation
 

of
 

a
 

high-

quality
 

and
 

efficient
 

service
 

industry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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